
第七章 合浦与秦汉帝国的岭南边疆

苏秉琦指出，岭南“与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它南连着南洋诸岛、印度支那

地区，是陆地一半海岛一半连成一片形成的一个大区，……是真正的南方”
[1]
。合浦作

为汉代岭南地区的次级行政中心和海陆交通要冲，合浦南越国遗存对把握环北部湾地

区秦汉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和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社会文化格局有着重要意义。本章

将包括南越国墓葬在内的合浦汉代遗存置放在秦汉帝国岭南边疆的视野中，在岭南地

区汉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讨论汉代合浦置郡的考古学背景，以及秦汉时期合浦

及合浦郡的历史地位。

一、南越国遗存的文化属性

与其他边远地区有所差异，在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中基本不见考

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命名。西汉前期岭南地区基本属于南越国的行政管辖范围，这一区

域内的考古发现通常被称为南越国遗存。不过在南越国都城番禺以外的地区，考古遗

存往往表现出某些地域性特征，学术界有时结合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族群分布冠

以族称，如将以平乐银山岭墓地为代表的考古遗存称为西瓯文化，将以右江流域为代

表的考古遗存称为骆越文化等，这类冠称其实属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层面，在边

远地区考古学研究中尤其有意义。南越国灭亡以后，岭南大部地区的汉代遗存一般被

视为汉文化。

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史前时期有很大不同，有些学者赞成以族属或

国别、朝代来命名，不过这容易引发研究中的混乱
[2]
。更重要的是，发掘者和研究者对

遗存族属的认识，未必就是历史的本原，不同研究者对遗存族属的认识可能会不一致。

在岭南地区战国秦汉考古学研究中，还有依据个别显著的或主要的文化特征来冠称考

古学文化的情况，如米字纹陶遗存。米字纹陶遗存类似于彩陶文化、细石器文化、曲

刃青铜短剑文化等概念，这类概念在讨论某些特定问题、具体问题时（如考古遗存分

期编年、考古学文化因素流布等）有其便利之处，且约定俗成，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考古学文化概念。

考古学研究的纵深推进，离不开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

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是个值得提出来认真考虑的问题。同样是在属于百越地区的福建，

即存在富林岗类型等考古学文化命名。有学者将富林岗类型的文化因素划分为汉、越

两组，认为越文化因素是富林岗类型的主体，指出该类型就是闽越国前后受到汉化影

响的闽越族物质文化，可能存在地域差别
[3]
，这样的讨论对深入分析百越遗存的考古学

文化结构和文化变迁自然便捷。事实上，越南北部东山文化及东山文化红河类型（塘

瞿类型）、马江类型（东山类型）、嘎江类型（郎洼类型）等概念的确立，已经显示出



在岭南地区战国秦汉考古学研究中划分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必要性。

岭南地区的战国秦汉遗存已经显露出一些划分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线索。如平乐银

山岭西汉前期墓葬
[4]
的陶器组合与封开利羊墩、广宁龙嘴岗等地有明显区别；揭东面头

岭第四组二至四段墓葬
[5]
的陶器组合与珠江三角洲等地有差别，原始瓷匜也很有特色；

武鸣元龙坡墓地
[6]
一方面与云南青铜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受到两广地区青铜

文化的强烈影响，代表着右江流域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类型。实际

上先前已有学者建议将岭南地区的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命名为“西瓜岭文化”
[7]
，总之，

在考古学上提出若干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初步划分至少是值得论证的。

考古学文化也是多层次的。在一般意义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之上，还有诸如“区

系”“文化系统”“同一谱系的诸考古文化”“文化圈”“历史文化区”等层次的划分
[8]
。

南越国占据岭南地区，实际自立，与汉王朝是“外臣”关系
[9]
。两广地区已发表资料的

南越国墓葬已经超过 600 座，还有番禺、南越国宫苑、秦汉造船场等城址、遗址的重

要发现，南越国遗存在文化性质上不同于土著文化因素比较纯粹的百越遗存，也不同

于南越国灭亡之后中原文化因素已经非常强烈的汉文化遗存，有必要将其视为一个考

古学文化系统进行考察。

在《广州汉墓》收录的 182 座西汉前期墓中，不出 D 项陶器（鼎、盒、壶、钫）

的墓葬约占 3/10，发掘报告认为墓主应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南越人
[10]

。《西汉南越王

墓》根据墓室构筑的不同和随葬品的差异，将南越国墓分为土著越人的墓葬和南下汉

人与已汉化的越人的墓葬两类，前者主要发现于平乐银山岭墓地，还包括广州西村石

头岗、下二望岗和柳园岗等地少数底铺小石或设腰坑并且不出土汉文化陶器、铜器的

少量墓葬；后者与长沙汉初墓相同，基本上沿袭战国时期的楚墓制度
[11]

。

南越国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大致有三种情况
[12]

。其一，平乐银山岭、封开利羊墩

等越文化因素比较纯粹的墓地，族属为土著越人；其二，广州汉墓西汉前期一些不出 D

项陶器的墓例、乐昌对面山等墓地越文化特征减退，汉文化因素亦不明显，墓主当为

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土著越人；其三，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出有 D 项陶器的墓例普遍见有

越式陶器，有的底铺河卵石，越文化因素亦较强烈，反映出南下汉人与汉化越人的族

群身份在考古学上已经难于区分，这在象岗南越王墓、贵县罗泊湾汉墓、贺县金钟 M1

等王侯贵族墓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南越国境内有大量南下移民，所以任嚣称“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颇

有中国人相辅”
[13]

。一方面中原移民不可避免地受到岭南越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土

著越人逐渐汉化并开始使用汉式姓名，南越相吕嘉即是一例。贺县河东高寨 M4 出有“须

甲”玉印和“如心”金印
[14]

，研究者认为“‘如心’显系汉名，‘须甲’似为原来的越

式名，如判断不误，则此墓死者应为已汉化的越人”
[15]

。在南越国的实质性统治区域



内，土著越人日趋边缘化，在汉文化影响下逐渐发展为次生越人
[16]

，并最终汉化。在

以族群融合为主要表现的南越国社会文化的整合过程中，楚文化发挥了铺垫作用。

岭南地区战国墓以狭长形的土坑墓为基本特征
[17]

，而南越国墓葬基本上改变了先

秦越墓的传统形制，完全吸收了楚制并做了改进，占绝大多数的木椁墓大多分出头箱、

边箱、棺室；随葬品除秦汉系统的器物和传统的越式器物外，大中型墓中多见楚式或

仿楚式的鼎、壶、罍、盘等礼器，铜尊、铜镜和漆器多属楚文化系统
[18]

。广州南越国

后期墓葬趋于宏大复杂，汉式随葬品丰富，常见戳印职官或官署的陶文；大型墓随葬

印章大多为汉名汉姓，墓主大多是南越国的官吏
[19]

。这表明以番禺为中心，“一种新型

的汉越融合的南越文化”
[20]

已经形成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有学者将南越国成立后岭

南越人与南迁汉人形成的民族融合体称为“南越族”
[21]

，虽然不尽准确，但是也说明

了这一历史趋势。

南越国深受秦汉文化浸淫，出土的木简木牍、玺印、封泥、陶文、金文、瓦当、

石刻都使用汉字。南越国政治制度、百官制度、宫寝制度、陵墓制度以及度量衡制度
[22]

等都以秦汉体制为基础并有所变易，如南越国宫苑遗址出土的木简“所见职官名称证

实南越围官制‘同制京师’，但有个别职官如‘大鸡官’是南越国独有”
[23]

；象岗南越

王墓出土有四枚夫人玺印，“两汉朝庭尚未无以‘左’‘右’‘泰’‘部’（陪或副）命名

夫人之例，可见这是南越国白创的制度”
[24]

；岭南地区汉代城址没有发现“千秋万岁”

瓦当，出土较多的却是“万岁”瓦当，“这是南越国即臣属于汉王朝，又保持相对独立

的一个侧面反映”
[25]

。

南越国实行“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赵佗本人“魋结箕倨”，自称“蛮夷大长老”，

越相吕嘉“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
[26]

，中原移民与汉化

越人杂居共处，因此在考古学上强行凿分两类人群已不现实。南越国墓葬整体上可以

视为汉越融合型遗存，就发展趋势而言甚或可以视为汉墓分布的一个地方类型。有学

者注意到，长沙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第三期的“器物组合中突然出现大量硬陶罐及一

批南越国式釉陶器”，认为这种现象“恐与武帝收复岭南，恢复岭南与内地的经济、文

化交往这一历史事件有密切的关系”
[27]

，有学者更直接地认为其与南越国灭亡后的人

口迁移有关
[28]

，从这个角度看，南越国遗存也对汉文化其他地方文化类型的发展发挥

了作用。

岭南地区战国至西汉前期存在着越文化因素比较纯粹浓厚的土著遗存，这类遗存

西汉中期以后在岭南的偏远地区仍然存在，可以称为百越考古学文化系统。汉武帝设

置郡县后，岭南大部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趋于一致，之后共性更加明

显，岭南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考古遗存整体能够纳入汉文化系统。可以认为，岭南地

区的百越文化系统在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其主体部分发展为南越国考古学文化系



统，而岭南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汉文化系统则是在南越国文化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将南越国考古学文化系统与百越考古学文化系统和中原考古学文化系统区分开来，有

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南越国考古学文化的特质，进而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南越国时期

社会文化的发展路径。

二、汉代合浦置郡的考古学背景

战国秦汉时期华南地区和东南地区为百越之地，当地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

考古学文化以几何印纹硬陶、有肩石器为特征，被认为与百越及其先民有关。苏秉琦

这样概括岭南地区的先秦文化发展道路： “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

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两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

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

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
[29]

。

按照《吕氏春秋》《山海经》《逸周书》等文献记载，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存在着一

些土邦小国。有学者提出岭南古国的形成“至迟在青铜时代的第二阶段已经全面启动，

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中心，不同的文化乃至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有独特的标识”，“有些

地区虽然尚没有发现重大的遗迹现象和特别精美的高等级器物，也完全可以根据考古

学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推定古国的形成与否”，并列举出以番禺南沙、东莞村头、深圳屋

背岭等商代遗址为代表的“绳纹古国”、以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博罗横岭山墓地为代表

的“夔纹古国”等一批占国遗存
[30]

。

“战国时期岭南越文化较之前有较大变化，新的文化因素增多”，越人墓葬出现了

底铺卵石或碎石、四角置人首或兽首柱形器等现象，圜底陶器锐减，逐渐流行瓮、罐

等平底陶器，新出现了罐形鼎、越式鼎等三足陶器，“随葬铜容器增多，特别是战国‘越

式鼎’已发展到鼎盛阶段，……青铜兵器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增，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

见有圆首有格剑和尊、鉴等吴越风格的铜兵器、铜礼器，而越式鼎原本流行于西周至

春秋时期的湘中、湘南地区，这种现象“大概是战国时期楚东灭吴、越，南控湘江流

域，迫使江浙一带和湘江流域的越族大量迁往岭南所致”
[31]

。

岭南地区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刺激因素之一是受楚文化的

影响，广西桂东北等地春秋晚期至汉初墓葬出土的楚文物即达 200 余件
[32]

。有学者认

为战国中期以后楚国已经占领桂东北地区
[33]

，战国时期楚国的南界已经进抵桂林附近

的湘漓分水岭
[34]

。不过楚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力度和影响方式尚有争论，有学者认

为楚文化的实际影响力并未进入岭南地区，两个文化体系并未形成互动关系
[35]

。虽然

岭南腹地尚未发现典型楚式墓葬，而且有学者提出岭南东周越墓中的楚文化因素应该

从湖南越人迁入的角度加以解释
[36]

，不过春秋晚期以后岭南青铜器上确实见有楚文化



因素，“劳邑执刲”和“朱庐执刲”两方南越国印章更可以证明楚的政治势力曾经深入

岭南地区
[37]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贵县罗泊湾汉墓的“隔间”“椁箱”等所显示的楚式

墓葬制度
[38]

应该有其前期历史基础。

战国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文化面貌发生较大变化的另一刺激因素是江浙越人向岭

南地区的迁移。楚威王七年（公元前 333 年）“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而越以此散”
[39]

。很多学者将此事件视为江浙地区越人向岭南迁移的历史背景。有学

者根据铜镇等器物的线索
[40]

，推测“吴越人向岭南的迁徙过程至少从春秋晚期就已经

开始，战国前期迁徙的规模更大”
[41]

。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广州萝岗园岗山越人墓
[42]

、

合浦双坟墩
[43]

、桂平大塘城 M3001
[44]

、增城浮扶岭 M511
[45]

等地土墩形态的坟丘与江浙

地区土墩墓的联系，认为其中一些与江浙越人的迁移和文化传播有关
[46]

。

岭南地区战国时期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人群和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影响。就出土青

铜器分析，“广东中部和广西东北部地区春秋后期以来的铜器来源是多元的，湖南、吴

越和当地土著三个方面铜器因素的有机结合共同铸造了本地高度的青铜文明，并将之

推向一个高峰”
[47]

。而楚、吴、越之间的战争，客观上影响了岭南地区的政治变化、

人口迁移，战国后期的“王”字形符号青铜器与楚国势力的南扩和秦始皇灭楚、统一

岭南发生着密切关系
[48]

。在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迁徙人群和文化因素中，百越内部社

会发展水平最高的江浙地区的吴越人群对岭南土著越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楚文化的

渗透则对战国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变化起到了催化作用，并为秦汉文化人据岭南地区

铺垫了基础。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49]

，成为岭南地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此时期中原文化的冲击力度骤然加

大，岭南地区的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革，土著越人的文化属性也随之而发生转型，在

考古学上表现为米字纹陶逐渐衰退，铁农工具、铁兵器和中原式板瓦、筒瓦、云纹瓦

当等新文化因素开始传入岭南地区（参见第二章第二节）。不过就目前掌握的考古学材

料而言，秦文化的影响力在物质文化层面表现得很微弱，几乎没有在岭南土著居民的

文化底层得以反映。

南越国建立后，岭南地区成为西汉王朝中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社会文化单元，“南

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
[50]

。南越国不仅占据岭南地

区，并击败安阳王占领越南北部
[51]

，而且对福建地区的闽越国
[52]

和云贵高原的西南夷
[53]

也有影响力，云南楚雄万家坝 M23
[54]

见有与广州汉墓相似的架棺方式
[55]

，称南越国势

力范围“西至同师（云南保山）”并非虚言
[56]

。在南越国治下，包括合浦在内的岭南地

区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近百年的汉越融合型的社会文化发展轨迹奠定了岭南汉

文化形成的基础。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合浦地区（及周边东兴、灵山、钦州等地）发现的先秦

文化遗址即达 50 余处
[57]

，文化内涵与桂南地区和粤西旧称南路地区的同期文化基本一

致。商周时期，当地考古遗存以云雷纹陶器、夔纹陶器、米字纹陶器为主要特征，部

分地点伴随有釉陶器、青铜器出现。有学者认为夔纹陶是自粤中地区溯西江而上流布

至广西一带，米字纹陶器则是包括海路在内自华东地区向华南地区传播，最早在战国

晚期出现在广西地区，合浦民间港口的形成亦当在此时
[58]

。

有学者推测，“按一般情况来说，应先有合浦港，然后才有合浦郡县的设置。……

合浦在设郡县之前理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为郡、县设置奠定了基础。合浦作为

内河与海洋航运的结合点，在先秦时期就应该有了”
[59]

，合浦近年来识别的南越国遗

存证明了这一推断。《史记·货殖列传》称“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南朝盐田郡（治

杜同县，今广西北海市）已设置盐场
[60]

；宋代合浦白石、石康盐场生产的盐转运广西

各埠集散
[61]

；清人称廉州“府南滨大海，西距交阯，固两粤之藩篱，控蛮夷之襟要，

珠官之富，盐池之饶，雄于南服”
[62]

。可见渔盐之利也应该是合浦地区得以较早开发

并设置郡县的经济背景。

南越国继承秦代的行政制度，一般认为仍然设置南海、桂林两郡，分象郡为交趾、

九真两郡，并分封了苍梧秦王、西于王等王侯
[63]

。秦桂林郡位于今广西中东部和广东

西部，南越国时期拆分为桂林郡和苍梧秦王封地，分别成为西汉郁林郡、苍梧郡的行

政基础；有些史料还提及南越国设有日南郡
[64]

。若是如此，则在西汉设置的岭南七郡

中，南海等六郡均大致本自南越国的郡国区划，惟合浦郡方向属于空白。象岗南越王

墓出有“邻乡侯印”封泥，发掘报告认为“邻乡”为南越国自置郡名
[65]

。根据西汉岭

南七郡行政设置的地理格局及合浦南越国时期的考古发现，或许可以推测“邻乡”即

是在合浦方位
[66]

。有学者认为“朱庐、劳邑似均为秦桂林郡的属县，或南越国自置的

县名”
[67]

，或推测南越国在合浦地区设有羁縻性质的行政建置
[68]

，可以说明汉代合浦

置郡有行政基础。

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秋，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

击南越，元鼎六年冬（公元前 111 年）番禺城破，《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有“后

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至合浦”的记载，合浦地区此后被纳入西汉帝国

的郡县体制。西汉中后期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合浦等地出

现模仿中原地区砖室墓的带耳室木椁墓，随葬器物中的越式陶器基本消失，汉式铜器

和陶模型明器开始流行。自此以后，包括合浦在内的岭南地区作为汉帝国边远地区的

社会文化属性逐渐减弱，岭南地区的汉代考古学文化最终发展成为汉文化的一个地方

类型。



三、秦汉时期合浦及合浦郡的历史地位

南越国遗存研究是岭南地区秦汉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岭南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参见附录《南越国遗存与岭南战国

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合浦南越围遗存与岭南地区秦汉遗存的研究内容交叉

渗透，秦汉时期合浦郡的历史地位有必要在宏观背景下做整体考察。除第二章第一节

对南越国遗存研究的总结概括外，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相关考古学研究成果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

(1)岭南地区秦汉时期遗存的综合性研究。主要包括分期编年（参见第二章第一节）、

文化变迁、区域综论以及与西南等地区的文化交流
[69]

等方面。此外，有学者对包括岭

南地区在内的汉代南方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及所反映的汉代边疆治理模式进

行讨论
[70]

；有学者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在秦汉考古学综合研究基础上对华南地区社会

历史进程进行论述
[71]

。

(2)秦汉时期城址和建筑研究。主要包括对城址年代、特征的分析和历史地理考证
[72]

，建筑遗址、建筑材料和建筑模型明器研究
[73]

及建筑史研究
[74]

等。近年来，广西贵

港贵城和武宣勒马汉代城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获得重要成果，初步判断贵城城址与秦至

南越国时期的桂林郡治和汉代郁林郡治有关，勒马城址为汉代中留（中溜）县治。此

外，广西龙州庭城遗址出有弦纹饭瓦、绳纹板瓦、筒瓦及云树纹瓦当
[75]

，该遗址与花

山岩画点相距不远，意义重要。

(3)岭南地区秦汉时期墓葬研究。岭南地区及包括岭南地区在内的秦汉时期墓葬研

究主要依区域或分类型进行
[76]

，论及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分期分区、文化因素分析、

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等考古学基础研究内容。其他研究对夫妻合葬、厚葬、外藏椁、

架棺、腰坑等丧葬习俗多有关注
[77]

。

(4)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遗存出土器物研究。战国秦汉时期铁器研究
[78]

关联岭南

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和考古遗存的编年体系，尤其受到学术界重视（参见第二章第二

节）。其他出土器物的研究涉及汉代青铜器、玻璃器、玉器、陶器、灯具、牌饰、印章、

文字、戳印纹饰等
[79]

，其中越式器物的研究集中于越式鼎、铜提筒、“王”字纹铜器、

陶匏壶等
[80]

，并有学者结合出土文物对汉代农业和手工业进行讨论（参见第二章第一

节）。此外，《汉代の文物》
[81]

和《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82]

两部综合性专著均涉及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文物。

(5)相关的岭南地区民族史和区域文化史研究。研究领域集中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

的百越考古学文化及特征、汉越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以及考古学所见岭南地区汉文

化的形成和发展等方面
[83]

。

(6)从考古学出发的海外交通史研究。岭南地区濒临中国南海，域内河网密布，江



海联运便捷，航运交通和海外交通史研究向来受到关注
[84]

，对于番禺、徐闻、合浦等

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及海外贸易产品的研究
[85]

（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三节）亦

有很多成果。

汉代合浦郡治存在两说。一说认为西汉合浦郡治位于徐闻，东汉时迁移至合浦；

一说认为两汉时期合浦郡治均在合浦。根据文献考证及对徐闻、合浦地理环境、考古

发现的整体考察，当以后说为是
[86]

。经过南越国时期的发展，汉代合浦（今合浦）已

经与南海郡的番禺（今广州）、桂林郡的布山（今贵港）并列为工商业都会
[87]

。秦汉时

期合浦及合浦郡的历史地位，可以从汉代合浦郡在岭南行政版图中的地理枢纽位置、

合浦汉代遗存显现的岭南两大社会文化板块的过渡性特征、合浦与交趾地区的密切文

化联系、合浦在岭南族群地理分布上的特殊空间区位，以及合浦在海外交通上的意义

等方面加以考察。前文概括的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可以从不同角度、

不同侧面显现或印证这些认识。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存在地域不平衡性，汉代郡县设置后逐渐形成

包括南海、苍梧、郁林郡在内的东北板块和包括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在内的

西南板块
[88]

。合浦郡在汉代岭南行政版图中居于地理枢纽位置，可以视为岭南地区两

大社会文化板块的连接地带和过渡地带。合浦部分大中型西汉木椁墓的封护方式及出

土的漆器、滑石器、簋形陶盒、灯具等受到楚文化影响
[89]

；土墩墓为从江浙地区传入

的吴越文化传统；文昌塔墓地出土的一字格铜剑( M33:1)是滇池和滇南—滇东南地区

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叠涩穹窿顶墓和出土的早期佛教文物、胡人俑等属于域外文化

因素
[90]

。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和合浦汉墓出土的各类海外舶来品及东汉徐闻令印
[91]

、“西

于”铭文铜锜
[92]

等文物，以及马援自合浦“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
[93]

而入交趾

的记载，充分说明了汉代合浦郡四方辐辏的交通要枢地位。

合浦汉代考古遗存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岭南两大社会文化板块之间的过渡性状。以

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以来的几何印纹硬陶传统为例，西汉时期的戳印纹硬

陶主要分布在广东和广西东部，其中广西东部的平乐、贺州、贵港、合浦等地比较密

集，而兴安、柳州、合浦一线以西罕见
[94]

。合浦文昌塔
[95]

、风门岭
[96]

、堂排
[97]

、母猪

岭
[98]

、凸鬼岭
[99]

等汉代墓地出土的戳印纹硬陶，即表现出当地兼具岭南两大社会文化

板块分界线和连接点的双重内涵。在南越国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合浦所在的桂

东南—粤西南区与桂东北—粤两区、桂西区之间存在较多文化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

表现出这一性状（参见第二章第四节和附录《南越国遗存与岭南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

学文化格局》）。

构成岭南地区汉代社会文化西南板块的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主要处于环

北部湾沿岸，合浦与交趾地区交通便利，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汉代合浦郡在西南



板块中发挥的连接地带作用尤其突出。西汉时期的路博德和东汉时期的马援征伐交趾

均经行合浦，西汉晚期的合浦望牛岭 M1 出有朱书“九真府”和“九真府口器”的陶提

筒
[100]

，东汉时期的合浦风门岭土坑墓出有“西于”铭文铜锜。越南北部汉墓中同坟异

穴合葬墓的出现可能首先是受到合浦汉墓的影响，E 型庭院等器物见于合浦东汉时期至

三国初年墓葬
[101]

。可以推测，越南北部汉墓普遍存在的岭南文化因素，以及贵港和岭

南其他地区出土的具有越南境内汉墓风格的器物基本上是通过合浦流布的。

岭南地区在秦汉帝国版图中边远地区的社会文化属性比较显著，南越国需要从内

地输入“金铁田器马牛羊”
[102]

，合浦南越国墓葬出土铁器数量不多，文献中还有罪犯

“徙合浦”的许多记载
[103]

，边远属性更加强烈。西汉时期合浦郡户 15398、口 78980
[104]

，

东汉时期户 23121、口 86617
[105]

,两汉时期合浦郡的人口变化似乎不大，不过随着南越

国灭亡带来的南海郡的衰落
[106]

，岭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心有向西南板块转移的趋

势。根据《汉书·地理志》的人口统计，交趾郡的人口数占岭南七郡的 60%以上，其繁

盛程度超出一般想象。广西东南部在西汉中期以后已经成为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的制作

中心和主要产地”
[107]

，青铜铸造业、玻璃烧制业和珍珠采集业都很发达
[108]

，合浦西

汉晚期至东汉墓葬中出有一些汉式姓名的印章
[109]

，为征讨二征“光武乃诏长沙、合浦、

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
[110]

。这些情况说明经过南越国和西汉郡县时

期的社会整合，合浦的经济文化发展已经不能与前期同日而语，西汉时期屡见的“徙

合浦”也就逐渐被东汉时期的“徙九真”“徙日南”所代替了
[111]

。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
[112]

在海南岛方向，汉代合浦郡属下朱卢县与朱

崖县的关系及其地理位置长期存在争论，“朱庐执刲”银印只能够说明《汉志》中的朱

卢不会是朱崖传写之讹。合浦郡朱卢县设置于西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 46 年）罢废

珠崖郡之后，有学者认为朱卢县（朱崖县）一直设置在海南岛上，东汉时期海南岛仍

然属于合浦郡管辖
[113]

。不过海南岛上目前发现的汉代考古遗存不多，有学者指出海南

岛零星报道的遗物“即使果然来自南越，也可能是民间的交往、易物而遗留下来的，

与政治版图关系不大”，包括水波纹陶器在内的所谓“两汉遗存”并不可靠，其中的瓮

棺葬实际是南朝至唐代的俚人遗存
[114]

，地方史志记为西汉珠崖郡治址的珠崖岭城址经

发掘判断为“唐代中、晚期所建”
[115]

。无论朱卢县（朱崖县）是否在海南岛上，汉代

合浦郡的辐射力远及海南岛确是事实，不过两汉政权实际掌控的范围应当极其有限。

合浦在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族群地理分布上处于比较特殊的空间区位。文献

记载的岭南战国至西汉时期的越人集团主要是西瓯和骆越，实际还有南越，可能还有

苍梧，宋人罗泌更在《路史》中列出越常、骆越、瓯越、西瓯、苍梧、杨穹、桂国、

损子、产里、供人、北带、仆句、区吴等诸多百越支系。既往多认为西汉时期桂东南

地区为西瓯、骆越杂居之地，不过也有属于西瓯聚居区的可能（参见第一章第二节）。



西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南越国的藩属政权，主要分布在郁江流域向南沿延伸至

玉林方向的桂东南地区
[116]

，合浦堂排 M1
[117]

出土的“劳邑执刲”琥珀印的印主，可能

即是南越国封拜的越人部族首领，入汉后仍然为地方豪强
[118]

。

东汉时期，岭南地区西南板块在族群关系、人文民俗等方面显现的土著特征仍然

比较明显。东汉以来在粤西南和桂东南地区出现俚、蛮、乌浒等人群，这一带也是铜

鼓出土最多的地方。文献中见有“合浦蛮里”
[119]

“合浦蛮夷”
[120]

“合浦、交阯乌浒

蛮”
[121]

等名称，其主体应该是西瓯、骆越后裔。俚、蛮、乌浒东汉屡叛，二征起事时

“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
[122]

，势力很强大。东吴时期俚人分

布在“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
[123]

；晋唐时期的俚人

考古学文化以村落围沟、袋形坑、瓮棺葬、船形带腰坑土坑墓、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

及内耳釜、提梁壶等陶器为主要特征
[124]

。东吴设置合浦北部都尉、西晋置合浦属国都

是为了重点掌控这一地区，刘宋泰始年间（465-471 年）设置越州，治所位于今钦州浦

北县越州故城，也表现出当地族群结构的特殊性。

百越地区面向海洋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海洋性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族群特性，

与秦汉帝国的大陆性形成鲜明对比。岭南、东南地区沿海居民的社会人文属性表现在

海洋渔猎生计、海船制作技术、航海交通习性、海上商业活动和海洋观念信仰等方面
[125]

，

这也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畅通的人文背景。“合浦是汉代对外交往的主要窗口和水

路交通枢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以此为节点，向内陆及东南沿海延伸和辐射，海路贸

易、沿海贸易和内陆贸易的网络交织在一起，奠定了合浦在汉代中西交往中的重要地

位”
[126]

，这段论述凝练地概括汉代合浦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历史地位，进而可以充分诠

释合浦汉代遗存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价值（参见第六章第三节）。

秦汉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乃至更远地区的文化交流建立在三个基础背景之上。其

一是百越族群的分布范围不仅局限于中国南方地域
[127]

，铜鼓和靴形铜钺等文物在东南

亚地区也有着广泛发现；其二是随着郡县制度在越南中北部的设立，秦汉文化以此为

“桥头堡”向东南亚地区扩散渗透，其中包括金属农具和牛耕对东南亚稻作农业的深

刻影响
[128]

；其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秦汉时期的合浦及合浦郡在这些基础背景中

发挥了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区格局与行政设置格局、族群分布格局大体对

应。合浦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材料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岭南汉越融合型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以及岭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表现出考古学文化变迁与时代背景变化

的同步性，以及岭南地区汉文化形成的阶段性。合浦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反映着“蛮

荒”的“陆梁地”内化于秦汉王朝政治版图和文化版图的历史过程，在很大意义上也

是百越地区融人“中华一体”历史进程的缩影
[129]

。秦汉王朝在合浦地区的经略，对于

中国历史边疆和现今领土疆域基础范围的形成有着重要贡献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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